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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出现的高浓度地表臭氧污染，综述了目前在地表臭氧的生态环境效应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

及未来的研究展望。 主要进展包括地表臭氧的污染水平，及其对植物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地表臭氧对植物叶片的表观伤害、
光合固碳能力、植物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ＢＶＯＣｓ）释放、土壤微生物和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减少臭氧生态环境效应的管理措施。 此外，对我国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建议加强在农田和森林布设臭氧浓度监测点、开展

多因子同时存在的交互作用、气孔臭氧吸收量－响应（生物量或产量）关系以及臭氧对地下生态过程累积效应的长期定位等方

面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地表臭氧污染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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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臭氧（Ｏ３）特指距离地球表面 １５ｋｍ 范围内的对流层 Ｏ３，是地表大气光化学烟雾及温室气体的主要

成分，具有强氧化性，能严重危害地表农作物和自然植物生长，被称为“坏 Ｏ３” ［１］。 地表 Ｏ３除少量来自平流

层的大气传输过程（动力下传） ［２］外，绝大部分来自大气中甲烷（ＣＨ４）、一氧化碳（ＣＯ）、氮氧化物（ＮＯｘ ＝ＮＯ＋
ＮＯ２）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等一次污染物在强烈紫外辐射下发生复杂光化学反应生成的产物。 依据

前体物的不同，Ｏ３的形成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同时进行：① ＮＯ２在强烈光照射下直接发生光解反应，释放出游

离氧原子（Ｏ·），不稳定的 Ｏ·和空气中的氧分子（Ｏ２）结合生成 Ｏ３；② 空气中的 Ｏ２光解产生的自由基可将

ＶＯＣｓ 等前体物氧化为过氧化物自由基（ＲＯ２·）和羟基自由基（ＯＨ·），这些活性自由基进一步促进大气中

ＮＯ 向 ＮＯ２转化，从而提供 Ｏ３形成的 ＮＯ２源
［３］。

地表 Ｏ３的生成受气象条件（光照、大气温湿度及风速等）、排放源分布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影响，其浓度高

峰值一般出现在前体物浓度较高的夏季午后［４］。 其光化学形成、区域传输、还原氧化及沉降分解等过程共同

决定着某一地区的地表 Ｏ３浓度状况。 基于经验动力学模型（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ＫＭＡ）和
已有的观测数据显示，Ｏ３浓度与其前体物浓度（尤其是 ＮＯｘ与 ＶＯＣｓ）呈显著的非线性响应关系［５⁃６］。 从 ＮＯｘ浓

度较高的中心城区到 ＶＯＣｓ 浓度较高的近郊远郊地区，存在由市中心的 ＶＯＣｓ 控制逐渐转变为近郊的 ＶＯＣｓ
和 ＮＯｘ共同控制，进而过渡到远郊及乡村的 ＮＯｘ控制为主的移动特征［７］。 地表 Ｏ３形成后一方面随大气环流

进行跨区域、长距离的传输，另一方面与大气污染物的氧化产物 ＯＨ·及 ＨＯ２·等发生反应还原为 Ｏ２，或直接

向地表沉降并最终分解。

１　 我国地表臭氧污染水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地表 Ｏ３浓度显著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８］。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Ｏ３前体物尤其是 ＮＯｘ排放量显著增高，导致国内大部分地区地表 Ｏ３浓度显著升高［９⁃１１］。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 ２０ 年间我国 ＮＯｘ排放总量以每年 ５％的速度递增，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已到达 ２１．９—２６．１
Ｔｇ［１２⁃１４］；并且排放量高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及

珠江三角洲等地［３］。 中国环保部发布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环境公告》显示，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全国 ７４ 个

城市的白天 ８ｈ 平均 Ｏ３浓度从 ６９．５ｎｍｏｌ ／ ｍｏｌ 增加到 ７５ｎｍｏｌ ／ ｍｏｌ。 高浓度的地表 Ｏ３已经成为中国大多数城市

夏季最主要的空气污染物，尤其北京、上海、济南、杭州、香港和广州等发达城市［３，１２］。 从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４９７ 个

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数据分析结果（图 １）来看，我国年平均地表 Ｏ３浓度从南到北呈现出明显地域差异，４—９ 月

生长季白天 １２ｈ（８：００—２０：００）的 Ｏ３浓度平均值（Ｍ１２）已超过 ４０ ｎｍｏｌ ／ ｍｏｌ，最高可达 ７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 Ｍ１２ 超过

５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平原南部、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及中南部分地区，西南及西北等低

纬度地区的 Ｏ３浓度相对较低（图 １）。 此外，Ｏ３浓度还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波动特征，在中国北部及中部地区，
高浓度 Ｏ３一般出现在夏季；但在南部地区，其高值通常出现在秋季，夏季呈现略低的趋势［１２］。 基于月平均值

的观测数据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表 Ｏ３浓度高值出现在 ５ 月，华北平原地区出现在 ７ 月，珠江三角洲地

区出现在 １０ 月［１５］。 而且，受到大气传输过程的影响，处于下风向地区的 Ｏ３浓度往往偏高，比如 ２０１０ 年北京

地区夏季白天小时平均 Ｏ３浓度，处于下风向的郊区（６７±２７） ｎｍｏｌ ／ ｍｏｌ 比城区高近 ２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１６］。 因此，综
合大气化学模型模拟和实际 Ｏ３浓度监测数据的结果，都表明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高浓度的地表 Ｏ３污染，
并且主要集中在夏季。 中国必将成为全球高浓度 Ｏ３污染危害与研究的热点区域［１７］。

２　 地表臭氧对植物的影响机制

暴露于 Ｏ３污染中的植物通过气孔防御和非气孔防御两种途径对 Ｏ３伤害进行响应。 首先，Ｏ３主要通过气

孔扩散进入叶片组织后，诱导细胞产生并累积大量的活性氧自由基（ＲＯＳ，包括 Ｈ２Ｏ２，Ｏ
－１
２·，·ＯＨ， ·Ｏ２Ｈ，

ＲＯＯＨ 等），ＲＯＳ 破坏细胞壁并与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反应，损伤膜并抑制膜上的 Ｋ＋—ＡＴＰａｓｅ 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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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 １４９７ 个监测站点 ２０１５ 年 ４—９月生长季 １２ 小时（８：００—２０：００）Ｏ３浓度平均值示意图（Ｍ１２）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１２⁃ｈｏｕｒ （０８：００—２０：００） ｍｅａｎ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Ｍ１２）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ｐｒｉｌ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４９７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泵，诱导保卫细胞膜上的 Ｋ＋离子通道打开，大量胞内的 Ｋ＋离子扩散至胞外，改变细胞膨压，气孔届时将关闭，
从而启动避逆性（ｓｔｒｅｓｓ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的防御响应［１８］。 不过，最近研究发现，随着 Ｏ３胁迫时间的延长，气孔关闭

反应会出现滞后甚至失灵的现象［１９⁃２０］，从而导致大量 Ｏ３进入到细胞间隙，气孔的避逆性防御将失效。

其次，进入细胞的大量 Ｏ３将诱导抗氧化系统启动解毒和修复的非气孔防御响应［１８，２１］。 具体来说，抗氧化

系统中的质外体抗氧化剂（主要是抗坏血酸（ＡｓＡ））首先进行初级解毒防御，将 ＲＯＳ 部分降解；过剩的 ＲＯＳ
进入共质体后，启动次级解毒响应［２２⁃２４］，大量的抗氧化剂（ＡｓＡ，酚类化合物，谷胱甘肽（ＧＳＨ）等）和抗氧化酶

类（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 过氧化物酶（Ｐ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及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ＡＰＸ）等）被诱

导生成，参与诸如抗坏血酸⁃谷胱甘肽（ＡｓＡ⁃ＧＳＨ）循环等一些氧化还原过程，从而对 ＲＯＳ 进行解毒。 一旦

ＲＯＳ 的累积量超过了初级和次级解毒防御响应的阈值，整个防御体系将崩溃，促发细胞程序性死亡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ＰＣＤ），表现出来的特征为叶片出现可见伤害症状（如斑点、坏死斑块、早衰、提前脱

落）等。
另外，气孔防御启动时关闭的气孔阻挡了 ＣＯ２吸收和水汽交换，从而抑制光合和蒸腾作用；在抗氧化系统

解毒过程中将消耗大量的能量并对光合反应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导致羧化速率和电子传递速率的降

低，影响光合速率和代谢反应［２５⁃２６］，最终导致植物生长缓慢，生物量降低。

３　 地表臭氧对植物叶片的表观影响

暴露在 Ｏ３污染下的敏感性植物（如田间作物和绿化树木）通常会出现叶片可见伤害症状，典型的症状表

现为叶片上表面的叶脉之间均匀地散布着形状、大小规则的细密点状缺绿斑，呈黄 ／红褐色或棕色，老叶比新

叶症状严重，叶片的叶脉以及下表面正常，无明显虫害和霉斑；随着受害时间的延长，有的坏死斑点会增大并

连成大的斑块，导致叶片呈现黑褐色灼伤状条状干枯斑纹［１，２７⁃２８］。
可见伤害症状的评估列入了欧洲林业组织如 ＩＣＰ Ｆｏｒｅｓｔｓ 和 ＩＣＰ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２９⁃３１］和北美的一些森林健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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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项目中［３２］，用于指示当前环境 Ｏ３浓度是否对植物造成胁迫及伤害程度［３１］、筛选本地 Ｏ３胁迫指示物种和评

估城市及区域的 Ｏ３风险［３３］。 尽管我国许多地区的空气 Ｏ３浓度已经超过了敏感植物受害的临界浓度阈值

（４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但开展野外调查 Ｏ３对植物胁迫伤害症状的研究非常有限，仅见近两三年在北京及附近区域的

数篇报道［１６，３４⁃３６］。 本文作者联合欧洲科学家分别在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的植物生长季期间，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河北、天津等地）调查发现至少有 ２８ 种植物（包括树木和农作物）叶片呈现出典型的 Ｏ３受害症状［３５］。 由于

Ｏ３的累积效应，Ｏ３伤害症状多出现在植物生长旺季末期 ８ 月底至 ９ 月初。 对于中国温带地区而言，臭椿、木槿

和豆类作物可作为表征地表 Ｏ３污染的关键指示物种［３５］。

４　 地表臭氧对植物光合固碳能力的影响

短期高浓度的 Ｏ３暴露会造成叶片出现明显可见伤害症状［３７⁃３８］，而长期低浓度的 Ｏ３暴露则会影响植物的

光合作用、生长发育、产量 ／生物量以及果实、籽粒的品质［２５⁃２６，３９］。 环境中地表 Ｏ３浓度具有明显日间波动和季

节性波动特征，急性、慢性损害可在同一植物的不同生长时期出现。 并且，植物在 Ｏ３暴露下可能不出现可见

症状但生长发育受阻、早衰和减产 ／生物量降低。 下面就 Ｏ３对我国主要农作物和森林树木光合和固碳能力的

影响分别从光合作用、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树木生长和生物量三方面进行详述。
４．１　 光合作用

我国利用开顶式气室（ＯＴＣｓ）进行 Ｏ３熏蒸实验，证实 Ｏ３显著降低了树木的净光合速率（Ａｓａｔ）、气孔导度

（ｇｓ）和叶绿素含量，并使光合电子传递链受阻。 供试植物包括一些温带落叶阔叶树如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蒙古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和法桐（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４０⁃４１］；亚热带落叶针叶树

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 ［４２］ 和 落 叶 阔 叶 树 鹅 掌 楸 （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枫 香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３７，４３］ 等， 以 及 亚 热 带 常 绿 阔 叶 树 香 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 和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３７，４４］等。

Ｏ３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因物种、品种或基因型和生长阶段（幼苗或成树）而异。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当
Ｏ３浓度平均升高到 ７３ｎｍｏｌ ／ ｍｏｌ 和 ６２ｎｍｏｌ ／ ｍｏｌ 时，分别能使小麦和水稻的光合速率降低 ２０％和 ２８％［２５，４５］。
Ｐａｎｇ 等［４６］研究发现，高浓度 Ｏ３引起敏感性水稻品种 ＳＹ６３ 和抗性品种 ＷＹＪ３ 旗叶 Ａｓａｔ分别降低 ２３．１％和 ９．
４％，并且 ＳＹ６３ 比 ＷＹＪ３ 的响应显著提前 ２９ｄ，叶绿素荧光参数（ＰＳＩＩ 实际光量子效率（ФＰＳＩＩ）和光化学猝灭

系数（ｑＰ））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 Ｏ３对小麦品种 Ｙａｎｇｍａｉ１６（Ｙ１６）光合作用的影响仅在籽粒灌浆的后期表现

出显著差异［４７］。 高浓度 Ｏ３显著降低了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上一年生枝条叶的 Ａｓａｔ和 ФＰＳＩＩ，但对当年生

枝条叶影响不显著［４８］。
Ｏ３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也因其他环境因子的变化而不同。 在 Ｏ３和 ＣＯ２浓度同时升高的情况下，邵在

胜等［４９］研究表明水稻叶片光合速率的改变与对照相比并无显著差异；然而 Ｙａｎ 等［５０］ 发现 ＣＯ２浓度升高缓解

了 Ｏ３对蒙古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幼苗光合速率降低的负效应。 当加入干旱胁迫后，干旱加重了 Ｏ３对元宝枫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叶片气体交换的影响，两者交互作用对 Ａｓａｔ和 ｇｓ的降低幅度较 Ｏ３单因子胁迫分别增加 ２３．７％
和 １５．５％［５１］。 在氮添加（即增加有效氮含量）的条件下，Ｏ３对小麦和水稻叶片光合速率和叶绿素含量的负效

应有所缓解［５２⁃５３］；然而添加氮肥（６０ ｋｇ ｈｍ－２ ａ－１）并没有改变 Ｏ３对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叶片 Ａｓａｔ、羧
化作用、ＰＳＩＩ 量子产量和光合色素含量的降低程度［４４］。
４．２　 农作物产量与品质

相比于国外，我国在 Ｏ３污染对作物影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利

用 ＯＴＣｓ、开放式 Ｏ３浓度增加（Ｆｒｅｅ Ａｉｒ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３⁃ＦＡＣＥ）系统和田间原位施用化学防护

剂，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蔬菜对 Ｏ３ 浓度升高的响应，包括冬小麦［４７，５２，５４⁃５６］、水稻［４６，４９，５３， ５７⁃５９］、大

豆［６０⁃６３］、玉米［６４］、油菜［６５⁃６７］和菠菜［６８⁃６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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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 Ｏ３污染下的农作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５９，７０⁃７１］，这在浙江嘉兴和江苏江都地区分别利用 ＯＴＣ
和 Ｏ３⁃ＦＡＣＥ 对水稻和冬小麦长达 ５ 年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Ｏ３浓度增加使得四种水稻（杂交品种 ＷＪ１５ 和

ＹＤ６，自交品种 ＳＹ６３ 和 ＬＹＰＪ）的平均产量降低 １２％，其中杂交品种 ＷＪ１５ 和 ＹＤ６ 分别降低 １７．５％和 １５％，但
对自交品种产量损失影响不显著［５９］。 Ｏ３浓度在当前环境浓度的基础上增加 ２５％，可使冬小麦籽粒重显著降

低，从而引起 ２０％的产量损失［７１］。 佟磊等［７２］利用 Ｏ３暴露量 ＡＯＴ４０（小时 Ｏ３浓度超过 ４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 的累积值）
与产量的响应关系，对我国从北到南 ５ 个地区（北京、定兴、江都、嘉兴、东莞）的水稻和冬小麦的 Ｏ３敏感性进

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水稻对 Ｏ３的敏感性从北到南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冬小麦对 Ｏ３的敏感性并无明显的

地域变化规律。 张巍巍等［６２］通过对东北地区广泛种植的 ９ 种大豆品种的研究发现，Ｏ３浓度升高使得大豆平

均产量降低 ４０％，其中 Ｏ３对大豆鼓粒期的影响是造成大豆减产的主要原因。
Ｏ３污染也影响籽粒品质。 随着 Ｏ３浓度的升高，冬小麦籽粒中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Ｋ、Ｃａ、Ｍｇ、Ｐ、

Ｍｎ、Ｃｕ 和 Ｚｎ 元素含量，以及水稻籽粒中的 Ｍｇ、Ｋ、Ｍｎ 和 Ｃｕ 的含量都呈现增加趋势，但是蛋白质积累量、直链

淀粉积累量、支链淀粉积累量和总淀粉积累量则分别降低 ４．５％—２２．７％，６．３％—１９．４％，１４．１０％—２７．５％，
１２．７％—２６．１％［７３］。 此外，高浓度 Ｏ３还降低了小麦籽粒的容重、硬度、出粉率和加工品质［７３］。

国内学者对 Ｏ３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进行了区域评估。 Ｏ３污染造成长三角地区的冬小麦和水稻分别减

产 ５９．９ 和 ６６．９ 万 ｔ，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９．３６ 亿元和 ５．３９ 亿元［５８］；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水
稻和小麦）的平均产量损失率为 ５．８８％，总经济损失为 １３．４４ 亿元［７４］；Ｏ３导致油菜平均损失率为 ５．９２％， 产量

总损失量为 １１ 万 ｔ，经济损失 ２．６１ 亿元［７４］。 耿春梅等［７５］利用 Ｏ３暴露量 ＡＯＴ４０ 与产量的响应关系，估算出全

国范围内由于 Ｏ３造成水稻、小麦、玉米、豆类、薯类及油菜籽分别减产 ５．２％—１８．４％，１０．５％—３７．３％，１．８０％—
６．４２％，５．３０％—１８．９０％，２．９４％—１０．４８％，３．１７％—１１．３２％。 Ａｕｎａｎ 等［７６］利用全球三维光化学跟踪 ／输送模型

（ＣＴＭ）对我国主要农作物在未来 Ｏ３浓度不断升高的情景下的产量变化进行了预测。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Ｏ３浓度

的升高将导致全国范围内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损失将比当前大幅增加，其中春小麦、大豆、冬小麦、玉米和水稻

的产量损失将分别升至 ２９．３％、２８％—３５％、１３．４％、７．２％和 ５％。 Ｔａｎｇ 等［７７］利用高分辨率的化学输送模型及

亚洲区域排放清单，结合实测数据得到的 Ｏ３ 剂量响应关系，估算到 ２０２０ 年 Ｏ３ 造成的小麦减产率将增加

８．１％—９．４％。
４．３　 树木生长和生物量

图 ２ 显示了目前在我国 ＯＴＣｓ 对 ６１ 种木本植物进行 Ｏ３熏蒸实验的 ４６ 篇文献整合结果。 Ｏ３浓度升高平

均达到 １０９ｎｍｏｌ ／ ｍｏｌ 时，相比于对照 Ｏ３浓度（３４ｎｍｏｌ ／ ｍｏｌ），树木的净光合作用下降 ２８％；总生物量降低 １４％
（升高 Ｏ３浓度 １１６ｎｍｏｌ ／ ｍｏｌ ｖｓ． 对照浓度 ２１ｎｍｏｌ ／ ｍｏｌ），茎生物量降低 ８％，根生物量降低 １３％。 其它生长指

标，如树高、基径和叶面积，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图 ２）。 Ｏ３引起树木光合固碳能力的降低，一方面是由于

Ｏ３胁迫造成气孔部分关闭，抵御 Ｏ３进入细胞的同时也降低了光合原材料 ＣＯ２的摄入，从而导致光合速率降

低、生物量降低。 另一方面，Ｏ３进入植物体破坏了光合作用系统［４１］，植物叶片在解毒修复过程中对碳的需求

增加从而降低了植物叶片同化物向其余部分的转移，导致树木非叶器官（茎和根）的碳固定降低；同时，受损

伤的器官将储藏物质以补偿性方式转移供给新叶生长，抑制了茎的生长、侧枝生长、单叶大小［７８⁃７９］，植物因此

将变得更细［８０⁃８１］。 并且，Ｏ３引起根系碳分配减少［８２］，使细根周转率增加、根长缩短、生物量降低，从而改变碳

在地上与地下的分配格局［２６］。

５　 地表臭氧对植物释放 ＢＶＯＣｓ 的影响

植物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ＢＶＯＣｓ）是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之一。 它既是地表 Ｏ３形成的重要前体物，又

可与 Ｏ３发生反应而消耗 Ｏ３。 因此 ＢＶＯＣｓ 的释放与地表 Ｏ３胁迫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８３］。 ＢＶＯＣｓ 在植

物应对生物与非生物胁迫中扮演重要的保护角色，Ｏ３浓度升高可刺激 ＢＶＯＣｓ 的释放以保护植物光合器官免

受氧化伤害［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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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Ｏ３浓度升高对中国木本植物的光合、生长和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目前，关于我国地表 Ｏ３胁迫对 ＢＶＯＣｓ 影响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而结果也无统一定论。 Ｌｉ 等［８５］ 观察到

短期 ３０ 天 Ｏ３熏蒸（白天 ８：００—１７：００， 平均 Ｏ３浓度 ８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显著增加中国北方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夏季

单萜类及总 ＢＶＯＣｓ 的释放。 Ｘｕ 等［８６］通过一个生长季的 Ｏ３熏蒸实验（平均 Ｏ３浓度 ６６．１ｎｍｏｌ ／ ｍｏｌ），发现熏蒸

３０ｄ 和 ９０ｄ 都显著增加 ４ 年生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ＢＶＯＣｓ 的释放。 然而，与以上研究结果不同，Ｙｕａｎ
等［８７］发现高浓度 Ｏ３（８０．３ｎｍｏｌ ／ ｍｏｌ）显著降低杨树中部叶片异戊二烯（Ｉｓｏｐｒｅｎｅ）的释放速率，但对上部叶片的

影响较小。 Ｏ３胁迫对 ＢＶＯＣｓ 释放产生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与 Ｏ３浓度、植物品种、熏蒸时间及 ＢＶＯＣｓ 种类的差

异有关［８８］。 此外，Ｙｕａｎ 等［８７］还发现杨树叶片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的释放存在“激效剂量反应”（ｈｏｒｍｅｔｉｃ 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即随着 Ｏ３熏蒸时间的延长，出现熏蒸前期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的释放速率增加，后期（当 Ｏ３积累量达到一定阈值后）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释放速率降低的现象；并且，在 Ｏ３熏蒸 ５０ｄ 及 ９０ｄ 后，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释放速率都与 ＡＯＴ４０ 和 ＰＯＤ（气孔 Ｏ３

吸收通量）呈显著负相关［８９］。
尽管国内关于 Ｏ３胁迫对 ＢＶＯＣｓ 释放的研究仍有大量工作待做，但根据现有报道反映的信息来看，短期

低 Ｏ３浓度能刺激 ＢＶＯＣｓ 释放，尤其是单萜类物质；而长期高 Ｏ３ 浓度对 ＢＶＯＣｓ 有着明显抑制作用，其中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比单萜类物质受到的抑制更明显。 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植物光合速率、叶片色素含量及 ＢＶＯＣｓ 合成

酶密切相关［８４，９０］。 现有的结果表明，在未来地表 Ｏ３浓度不断升高的情景下，Ｏ３浓度升高能显著降低杨树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的释放速率，考虑到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在 ＢＶＯＣｓ 占据几乎 ５０％的总量，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有助于减少 Ｏ３⁃
ＶＯＣｓ 限制区域内大气 Ｏ３及次生气溶胶（ＳＯＡ）的减轻，弥补因全球温度升高或其他环境因素变化造成的全球

ＢＶＯＣｓ 释放量增高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６　 地表臭氧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国内学者利用 ＯＴＣｓ 或者 Ｏ３⁃ＦＡＣＥ，研究了 Ｏ３浓度升高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活性、群落结构及功能多样

性等的影响，但因实验手段、研究对象、环境条件、臭氧水平、暴露时间等的差异，影响结果存在争议［９１⁃９３］。 一

般来讲，作物到成熟期收割后，能够持续响应 Ｏ３胁迫的主要是地下部分，因此 Ｏ３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具有长

期累积效应［９４］。 Ｏ３浓度升高通过减少光合产物对根系的分配、改变根系分泌物的量和组成种类等方式间接

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结构及功能多样性。 目前，我国有关 Ｏ３浓度升高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

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而对地下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有限，仅限于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若干研究［９１⁃９２，９５⁃９７］。
Ｏ３浓度升高增加了稻麦轮作农田土壤氨氧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的数量，但抑制了土壤氨氧化细菌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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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细菌的代谢活性［９８⁃９９］，表明细菌活性与数量的响应机制存在不同；并且，土壤中的固氮微生物数量和群

落种类减少［９８⁃９９］。 吴芳芳等［９７］通过 ４ａ 的熏气实验发现 Ｏ３浓度升高降低了麦田土壤微生物量氮、氨氧化细

菌的数量和硝化强度，但增加了土壤反硝化细菌数量和反硝化强度，表明随着 Ｏ３作用时间的累积，农田土壤

Ｎ２Ｏ 排放的风险将增加。
Ｏ３浓度升高显著降低了小麦和水稻土壤根际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并且主要影响根际土壤微生物而对非

根际土壤微生物影响不大［９５，１００⁃１０１］。 Ｆｅｎｇ 等［１０２］ 研究发现 Ｏ３浓度升高显著降低了水稻田土壤中非产氧光合

细菌（ＡｎＰＰＢ）的丰度和遗传多样性；并且，对于不同水稻品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对 Ｏ３ 的响应存在显著

差异［９１⁃９２］。

７　 地表臭氧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地表 Ｏ３浓度升高导致地下部分干物质的分配降低［１０３］，根呼吸作用及土壤微生物活性改变［１０４⁃１０６］，从而影

响土壤的碳氮循环过程，最终导致土壤中二氧化碳（ＣＯ２）、氧化亚氮（Ｎ２Ｏ）及甲烷（ＣＨ４）等主要温室气体的

释放量变化［１０７］。 目前，我国有关 Ｏ３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的一到两年短期的若干

研究［１０７⁃１１１］。
Ｏ３浓度升高降低了冬小麦和水稻田土壤 ＣＯ２的排放［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但 Ｋｏｕ 等［１０７］发现 Ｏ３浓度升高增加了农田

土壤 ＣＯ２的排放。 并且，在植物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植物⁃土壤系统中所释放的 ＣＯ２量也不同；反映出 Ｏ３对

土壤呼吸作用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累积效应［１０７］。 Ｏ３浓度升高降低了冬小麦土壤 Ｎ２Ｏ 的释放。 与过滤空气

（对照）相比，Ｏ３浓度升高到 １００ ｎｍｏｌ ／ ｍｏｌ 和 １５０ ｎｍｏｌ ／ ｍｏｌ 时，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在冬小麦返青期分别降低 ８．
８％和 ３７．８％，拔节－孕穗期分别降低 １５．０％和 ３９．１％［１１１］。

基于稻田土壤的研究表明，Ｏ３浓度升高抑制了 ＣＨ４排放［１０８⁃１０９］。 与对照相比，Ｏ３浓度升高到 ７５ｎｍｏｌ ／ ｍｏｌ
和 １３０ｎｍｏｌ ／ ｍｏｌ 时，ＣＨ４排放量分别降低 ４２．４％和 ４８．７％。 ＣＨ４平均释放量与 ＡＯＴ４０ 呈显著负相关，与水稻产

量、地上部生物量及地下部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 Ｔａｎｇ 等［１０８］ 利用 Ｏ３⁃ＦＡＣＥ 研究发现 Ｏ３浓度升高显著降低

了水稻（扬稻 ６ 号和 ＩＩ－优 ０８４）分蘖和开花期的 ＣＨ４释放量，平均降低量为 ２９．６％。 Ｏ３引起的 ＣＨ４的释放量的

降低与总生物量、根生物量及最大分蘖数呈正相关关系［１０８⁃１０９］。
基于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来看，Ｏ３浓度升高不同程度地影响农田土壤 ＣＯ２、Ｎ２Ｏ、ＣＨ４的排放，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由土壤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但考虑到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国外的

相关研究发现 Ｏ３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有抑制、增加或者无影响的不一致结果，因此，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

待做。

８　 减少臭氧生态环境效应的管理措施

地表 Ｏ３是二次污染物，因此要降低地表 Ｏ３浓度，必须控制其前体物（ＮＯｘ和 ＶＯＣｓ）的排放。 具体措施如

提高汽油品质，在全国大中城市实施欧⁃５ 排放标准，以减少汽油车、柴油车等尾气排放的 ＮＯｘ量；另外，在大城

市大力发展和提倡使用公共交通，如地铁、无轨电车、共享单车 ／电动汽车；并通过增加油价、征收拥堵费、增收

停车费等手段减少私家车的使用［１２］。 本节重点阐述减轻 Ｏ３对植物伤害的措施以及植物对降低 Ｏ３浓度的

贡献。
（１）不同植物以及同一植物不同品种对 Ｏ３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因此选育对 Ｏ３具有较高抗性的优良物种 ／

品种，可预防和减轻植物（农作物和树木）因 Ｏ３胁迫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少农作物产量及森林固碳的损失。
（２）通过合理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推广喷施 Ｏ３化学防护剂 ＥＤＵ［６９，１１２⁃１１３］、外源抗坏血酸［１１４］，以及接种丛

枝菌根（ＡＭ）真菌［１１５］，都能有效减轻 Ｏ３对植物的胁迫伤害。 说明此类措施在控制或缓解 Ｏ３伤害中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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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Ｏ３通过气孔和角质层进入植物体内，植物吸收 Ｏ３的同时也降低了空气中 Ｏ３浓度。 这种植物净化污

染空气的功能对城市园林绿化、生态环境规划和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１１６］。 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植物排放的 ＢＶＯＣｓ 也是参与 Ｏ３合成的前体物。 因此，筛选高效的净化植物，发挥其在治理 Ｏ３污染中的积

极作用，是植物修复大气污染物的重要应用领域。

９　 研究展望

尽管国内已经开展了大量 Ｏ３对农田生态系统和绿化树种影响的研究工作，但今后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重点研究。
（１）监测站点要多在郊区设置。 虽然我国已经在各个城市建立了空气质量监测网，目前有国控点、省控

点和市控点等 ２０００ 多个监测点。 但这些监测点大部分都分布在各个不同级别的城市中，而对农田和森林区

的监测点则非常少。 通常来讲，郊区的 Ｏ３浓度要高于城区，因此当前的空气监测网显然限制了对农区和林区

的 Ｏ３评估精度。 今后需要在中国生态系统监测网络（ＣＥＲＮ）各站点增加空气质量的监测，使之成为气象监测

同等重要的部分。
（２）加强地表 Ｏ３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研究。 目前地下生态过程对地表 Ｏ３浓度升高的响应机制尚不明

确，无法将土壤微生物过程（如微生物生物量、活性、群落组成、多样性、功能等）与土壤关键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过程，以及与植物地上生态过程关联起来；并且，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农田生态系统，缺乏对其他生态系统

（如森林、草地）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加强 Ｏ３对地下过程累积效应的长期定位研究，关注土壤－植物相互作

用过程，并运用新技术（如同位素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将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
（３）国内开展了大量的 Ｏ３单因子实验研究，但缺乏多因子同时存在的交互作用研究。 目前仅有少量研究

Ｏ３和 ＣＯ２增加或 Ｎ 添加或水分胁迫对农作物和绿化植物的影响。 由于自然界是多种环境因子共同作用于生

态系统，因此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亟需考虑多个因子（如 Ｏ３、ＣＯ２、水分、Ｎ 沉降等）同时存在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复合影响研究，进而为陆地生态系统模型（如 ＤＬＥＭ 等）提供优化参数，提高模型的模拟预测能力。
（４）当前开展全国尺度的 Ｏ３区域评估大都是根据 Ｏ３浓度累计值如 ＡＯＴ４０ 得到的剂量－效应（生物量或

产量）关系，然后根据大气化学模型模拟的 Ｏ３浓度来估算区域尺度的 Ｏ３生态效应。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气孔

Ｏ３吸收量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不同农作物和绿化植物进行气孔导度参数化，开发不同植物的气孔

导度模型来量化气孔 Ｏ３吸收量—生物量或产量的剂量响应关系。 这种评估方法充分考虑了各个区域的环境

气象因子和生物因素，在理论上更具有科学性。 目前利用气孔 Ｏ３吸收量评估方法对我国冬小麦进行了全国

尺度的 Ｏ３风险评价［７７］。 今后需要加强对其他作物和森林树种开展此类研究，科学评估当前环境 Ｏ３对我国主

要粮食作物产量和森林生产力的区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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